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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战后 ,韩国 、新加坡 、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一直追求高经济增长 ,而忽视了社会

福利的改善 ,长期实行低福利政策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这种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同

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影响 。作为有类似社会背景的中国 ,自然也能从中获得一些社

会福利政策方面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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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历程来看 ,社会福利水平往往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相应的增长。但从二战

后的韩国 、新加坡 、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福利发展状况来看 ,它并没有遵循这样的规律 。自 20世纪六

七十年代起 ,这四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 、经济发展很快的地区之一 ,被誉为“亚洲四小

龙” ,而这里却长期实行低福利政策 。

一 、二战后“亚洲四小龙”的低福利政策

战后“亚洲四小龙”均实行现代化战略 ,将发展经济视为重中之重 ,注重储蓄与发展 ,而轻视社会福

利 ,甚至不惜牺牲社会福利来换取经济的增长 ,一直将社会福利压到最低限度。

(一)政府福利支出少

战后“亚洲四小龙”几乎将所有的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 ,很少作福利制度安排 ,始终保持低福利支出的

状况。从表 1可以看出 ,除台湾地区 1976年社会福利支出占政府费用的比例达到 12.9%以外 ,韩国 、新加

坡和香港地区均未超过 5%,而表中所列欧美三个国家中福利支出最低的英国也达到了 22.7%。从平均

值来看 ,美国 、英国和联邦德国福利支出平均比例是“亚洲四小龙”的 6倍 。“亚洲四小龙”的福利支出无法

与美国 、英国和联邦德国相比 ,反映了它们对社会福利不够重视 ,不愿在社会福利上投资。
表 1　1976年部分国家和地区福利支出状况

国家和地区 韩国 新加坡 香港 台湾 美国 英国 联邦德国

福利支出在政府费用中的比重(%) 4.6 1.5 5.0 12.9 36.1 22.7 49.4

平均值 6.0 36.1

　　资料来源:主要参考《1979 年劳动统计年鉴》(国际劳动组织)、《1979 年政府财政统计年鉴》(国际金融基金)、《1979

年台湾统计资料书》(“中华民国行政院”经济计划与发展委员会)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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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福利发展缓慢

韩国 、新加坡 、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在 20世纪 80年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 ,平均经济增长率分

别达到 9.6%、6.6%、6.9%、7.9%
[ 1]
(第 152 页),而它们的福利水平却没有什么变化。由表 2可以看出 ,在

1985—1988年期间 ,除韩国社会保障福利支出比重出现小幅度提高外 ,新加坡 、香港和台湾地区都只是在

很小的范围内出现了上下波动的情况 。如香港地区 ,1986年和 1987年的社会福利支出比例均比前一年降

低了 0.04个百分点 ,1988年比 1987年增加了 0.05个百分点 ,波动幅度很小。从社会保障福利支出在财

政总支出中的比重变化来看 ,这里的社会福利处于一种发展极其缓慢或停滞不前的状态 。

表 2　“亚洲四小龙”社会保障福利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

国家和地区 1985年 1986 年 1987 年 1988 年

韩国 5.65 ——— 6.44 7.43

新加坡 1.61 1.57 1.31 2.04

香港 6.01 5.97 5.93 5.98

台湾 6.30 6.6 5.8 7.6

资料来源:根据《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 1992 年版)有关资料整理得来。

(三)社会福利覆盖面窄

“亚洲四小龙”的福利制度是自二战后尤其是 20世纪 70年代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其覆盖面非

常狭窄 。韩国政府在 1995年仅为 13 .7%的老年人提供养老金 ,养老保险覆盖面为 41.5%
[ 2]
(第 38 页)。

另据韩国 KKS新闻报道 ,韩国 2001年能够享受年金的老人只占 6%。1997年香港地区只有 58.56%

的老年人 、17.79%的伤残及健康欠佳者 、8.99%的失业者和 2 .19%的低收入者才领取了综合保障援助

金 ,绝大多数市民与这些福利无关 。作为香港重要福利项目的公屋制 ,自 1962年实行以来 ,居住公屋的

居民没有超过 50%
[ 3]
(第 36页)。正如香港著名学者周永新所言:“公屋并非全部市民的福利。”台湾地区

福利制度带有明显的“官重民轻”的色彩 ,军公教人员所享受的福利待遇要优于劳工 、农民和其它职业

者 ,这部分人在 1991年仅占台湾人口的 9 %,却享受 75%的公共福利开支 ,而一些弱势群体仅享受 3%

的公共福利开支 。与西方“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相比 ,“亚洲四小龙”的福利仅仅是少数人的福利 ,其覆

盖面很窄 。

二 、战后“亚洲四小龙”低福利政策分析

战后“亚洲四小龙”低福利政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而最主要

的还是经济 、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因素。

(一)经济因素

“亚洲四小龙”走的是一种“政府主导+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道路 ,市场受到优先考虑 ,政府政

策目标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导向 ,社会福利政策则不被重视。英国学者伊恩 ·霍利戴认为 ,“亚洲四小龙”

是“促进生产的福利资本主义” ,一切均以经济增长为前提 ,社会政策以经济增长为最高目标 ,为其服务 ,

因而公众的权利很少 。可以说 ,政府“经济第一”的政策目标取向排斥了社会福利政策。

1.经济赶超的影响。战后 ,“亚洲四小龙”都制定了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战略 ,提出“经济立国” 、“经

济优先”的原则 ,将发展经济视为最大的政治 ,纷纷推进现代化战略。但是 ,“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不同

于西方的现代化 ,它不是靠自下而上自发启动 、历经几次工业革命来缓慢推进的“内源性现代化” ,而必

须是发挥“迟发展效应”的现代化[ 4]
(第 261页) ,动员所有力量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短期内达到发达国

家花二三百年才实现的目标。在这种赶超战略的影响下 ,改善社会福利的议题往往被搁置在一边。原

韩国总统朴正熙曾说过:“实行政治 、社会文化变革都是必要的。然而 ,我最关心的还是经济改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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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经济暗淡 ,其他领域的改革便不可能取得丰硕成果。”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 ,韩国在 20世纪 60年代初

就制定了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不顾其它的“先增长后分配”战略 ,原来制定的 10多项有关社会保障的法

律政策也因此被搁置一边 ,很少被付诸实施。

2.高储蓄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积累 。对“亚洲四小龙”而言 ,积累资金已经不可能通

过“圈地运动”和殖民掠夺的原始方式实现 ,而只能是通过内部资金积累和外部资金积累(如引进外资)

的方式进行。在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 , “亚洲四小龙”特别注重通过调高利率 、控制财政预算 、强制储蓄

等一系列政策来增加内部储蓄 。20世纪 70年代 ,韩国 、新加坡 、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年均储蓄率分

别达到 30.6 %、22 .3%、32.2%、27.5%,80年代则分别高达 42.3%、31.8%、32.9%、30 .5 %
[ 5]
(第 167

页)。政府通过高储蓄的手段的确积累了大量资金 ,但在追求经济增长的特定时期 ,这些资金主要被用

作生产性领域的投资 ,而不是用于社会福利等“非生产性领域”。高储蓄一方面“挤出”了社会消费和购

买社会保障的支付能力 ,另一方面又不能被政府用于改善福利状况 ,其后果就只能是以牺牲福利来追求

经济增长 。

3.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影响。为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 “亚洲四小龙”在 20 世纪 60年代中后期

基本实现了由“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转移 ,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出口。政府宁愿牺

牲公平和竞争 ,赋予企业很大的权利 ,压低工人工资福利待遇 ,以便降低产品的成本 ,增强产品的国际竞

争力 ,达到扩大出口的目的。20世纪中后期 ,新加坡政府通过立法赋予企业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利 ,

工人福利待遇难以有经济保障 。1965—1980年期间 ,新加坡经济平均增长 10.0%,而同期纺织工业中

非熟练和熟练工人平均收入下降了 20%,电子工业则下降了 9—23%[ 6](第 182 页)。本来政府就很少承

担福利开支 ,现在企业也大大降低了工人的福利待遇 , “亚洲四小龙”的福利在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影响

下被边缘化。

(二)政治因素

战后 , “亚洲四小龙”普遍建立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政治体制 。这种政治体制是沿袭战前殖

民体制或革命战争的军事体制而来的 ,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

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 7]
(第 174 页)。韩国自朴正熙上台到全斗焕下台的 27年中 ,始终实行军人独

裁统治 ,采取高压方式镇压各种反抗势力。新加坡在 20世纪 60年代初 ,建立了以李光耀为核心的权威

政治统治 ,对国家和社会实行全面的控制。香港没有实行完全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模式 ,而采用的是“行

政吸纳政治模式” ,港督总揽一切大权 ,实行高度的集权统治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 ,长期实行戒严 ,建立

了极富军事色彩的独裁统治。

实行高度的集权的权威政治体制 ,对社会福利政策会产生两个后果:一是利益集团的作用在权威政

府的压制下弱化或丧失 ,政府在制订与福利有关的政策时受到的外部压力减少 ,拥有了更大的主动权;

二是集权体制下的权威领袖人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他们在社会福利上的认识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该国和地区的福利政策 ,其意志决定着社会福利的内容和水平。

1.权威主义政府的影响。战后 ,韩国实行军人与文官相结合的“技术官僚”统治 ,利用高压手段来限

制工人争取自己权利的运动 ,尤其是在 70年代 ,朴正熙总统推行“维新体制(yushin sy stem)” ,用军法

限制工人罢工 、游行及工会活动 ,禁止政党活动。新加坡在 60年代通过了“刑法修正案” ,禁止公共事业

机构的工人罢工 。人民行动党通过人事安排将新加坡惟一的工会组织———全国职工总会纳入政府的全

盘控制之下 ,使工会组织从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转变为推行政府发展战略的工具
[ 8]
(第 315 页)。香港和

台湾地区的工会力量相对要薄弱一些 ,但香港政府和台湾当局对一些工人运动还是采取了强制镇压的

措施 。

由此看来 ,韩国 、新加坡 、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权威政府抑制了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 。

2.权威领袖对社会福利政策的影响 。在中央集权体制下 ,权威领袖集权普遍存在 ,他们拥有自己的

“私人议程” ,对社会政策安排具有绝对的影响力 , “不会由于各阶级或非阶级利益集团的偏好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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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 9]
(第 28页)。他们可以超前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来决定是否实施和怎样实施社会福利政策。一

旦这些领袖意识到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性 ,就会积极支持 ,否则就会予以反对或不予理睬 。战后 ,韩国 、

新加坡 、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权威领袖人物认为 ,发展经济才是当时的第一要务 ,政府实行社会福利政

策是与市场经济原则相违背的 ,“过分的福利不利于竞争 ,会使人们产生对政府的过分依赖性”[ 10](第 85

页)。同时 ,西方国家的“福利病”使这些权威领袖意识到不能实行高福利政策 。在集权体制下 ,这些领

袖很容易将自己的“私人议程”转化为国家意志 ,最终把它演变为低福利政策。

(三)文化因素

“亚洲四小龙”均处在儒家文化圈内 ,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这里的人们都推崇忠孝 、安守

本分的传统观念 ,重视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 ,而很少会通过运动的

方式来主张更多的福利待遇。公众对政府的福利要求很低 ,所以政府在福利决策时往往不需要太多考

虑公众意愿。

1.家族文化的影响。在韩国 、新加坡 、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 ,家族文化盛行 ,强调家庭中心主义 ,倡

导尊老爱幼 、兄妹相助 、光大祖业等家族观念 。在这样的社会里 ,子女对祖辈要孝敬 ,对老人有不可推卸

的赡养责任和义务;长辈要慈善 ,对子女应尽抚养义务;兄弟姐妹要团结互助 。因此 ,赡养老人 、抚养子

女 、兄弟姐妹之间同甘共苦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否则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 ,要遭到世人的谴责和唾

弃。在这种传统观念作用下 ,家庭保障功能扩大 ,成了个人寻求保障最重要的场所 。同时 ,人们也习惯

从家庭中获取保障 ,而不习惯主动从政府寻求救助 ,即使是在家庭出现危机之时 ,人们也很少想到要从

政府那里寻求帮助。另外 ,“亚洲四小龙”提倡光宗耀祖 ,要求子女要将祖业发扬光大 。这种思想有利于

促进子女发展家业 ,使家庭能够为其成员提供更多的保障 ,为减少政府负担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由于深

受家族文化的熏陶 ,这里的人们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实际上减少了对政府的依赖性 。2000年 ,香港理

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就老人问题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 , 80%的市民认为应通过家庭自身的努力来

改善现状 ,而不是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福利。

2.安分守己思想的影响。儒家文化极力教导人们要安分守己 、服从纪律 ,而不应反叛国家 。经历二

战之苦的人们极其渴求安定的社会局面 ,更加珍惜战后的稳定生活 ,更容易做到安分守己 、安居乐业 ,更

愿意服从国家的意志 ,而不是向政府反映个人愿望 、提出更多的要求 。当遇到失业 、老无所养 、贫困等问

题 ,人们认为是个人和家庭的能力问题 ,是个人和家庭的责任 ,或是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 ,而很少认为国

家在这方面应承担责任 ,更不会把增加社会保障福利看作自己的权利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人们安分守

己的思想纵容了政府的低福利政策 。

三 、对“亚洲四小龙”低福利政策的评价

在经济 、政治 、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 , “亚洲四小龙”政府在福利政策的制订上掌握很大的主

动权 ,在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将低福利意识长期贯彻于福利政策的实践之中 。这些低福利政策

的实施 ,对当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也给它们的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一)低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

“亚洲四小龙”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 ,资金缺乏成为当时制约经济增长最主要的

“瓶颈” ,鼓励或强制储蓄 、减少政府福利开支 ,在当时不失为政府解决资金困难的一个重要途径 。储蓄

的增加 、福利支出最小化使政府有更多的钱用于改善投资环境 、提高科学技术文化水平 ,为经济发展创

造了良好条件。“亚洲四小龙” 在高储蓄 、低福利的情况下仍保持了长期的高经济增长 ,而西方福利国

家并没有在高福利水平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说明低福利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促进“亚洲四小

龙”经济增长的一种必要选择 。

(二)“亚洲四小龙”低福利政策体现了政府重效率轻公平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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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两位专家曾指出:“公平所指向的是政府责任 ,公平程度的衡量不仅仅以福利的

绝对额(净值)为标准 ,并且主要是通过政府福利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和政府支出总额中的相对水平加

以判断;效率则指向公民个人及其家庭的责任 ,体现为个人为取得社会保险待遇而必须履行的供款义

务 ,以及个人和家庭在风险事件中的实际损失(成本)与所获得的社会给付(收益)之间的剩余 ,即`自助'

程度的高低。”
[ 11]

(第 10 页)战后 ,韩国 、新加坡 、香港和台湾地区强调发挥个人和家庭的保障功能 ,政府

尽量避免承担较多的福利责任 ,在财政支出中作尽可能少的福利安排 ,反映出政府带有轻视社会福利的

倾向 。战后“亚洲四小龙”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社会政策围绕经济目标展开 ,不惜牺牲社会福利和社

会公平来换取经济的增长 ,带有明显的重效率轻公平的价值倾向 。

(三)“亚洲四小龙”实行长期的低福利政策会影响社会的安定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 ,人的欲望是逐步提升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权利意识的提高 ,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对社会福利的整体欲望也会逐步提升。一旦人们的欲望长期得不到满足 ,社会就

会出现一些动荡 。战后 ,韩国 、新加坡 、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为增加社会福利而组织

的学生运动 、罢工和示威游行等。由此看来 ,长期的低福利政策会影响社会的安定。

四 、“亚洲四小龙”低福利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与战后的“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增长速度 、所处的文化氛围和发展阶段 ,甚至在社会福利方面都

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以至于香港两位学者认为“中国的福利模式正趋同于东亚的福利模式”[ 12](第 324

页)。因而 ,“亚洲四小龙”的低福利制度对中国也必然会有启发意义。

(一)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战后“亚洲四小龙”长期追求高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社会福利与公平 ,结果造成贫富差距扩大 、老无所养

等社会问题 ,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认为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经济增长是改善社会

福利 、增进社会公平的必要条件 ,但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消除贫富差距拉大 、就医难

等问题。相反 ,在某种情况下 ,高经济增长还有可能使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如果经济增长只是使少数富

人获得更多的收入 ,社会动荡将不可避免 ,经济也难以发展 ,社会难以进步。目前 ,中国也正处于经济持续

高速增长的阶段 ,而贫富差距却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 ,医疗保险尤其是农村医疗保险发展严重滞后 ,社

会上频繁出现了仇富者绑架富豪的犯罪行为和穷困病人因无钱治病而自杀或等死的现象。这些问题不通

过较好的福利政策加以妥善解决 ,势必会引发社会动乱 。因此 ,我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 ,应注意利用

福利支出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 ,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 ,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解决就

医难的问题 ,实现“分配正义” 、“经济正义”和“社会正义” ,在追求效率的同时要兼顾公平。

(二)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变化适当调整福利政策

“亚洲四小龙”能够长期实行低福利政策 ,与当时的社会 、文化背景都有很大的关系。这些背景一旦

发生变化 ,低福利政策也再难以维系下去。随着经济发展 ,人们的民主意识 、福利要求都提高了 ,他们对

贫富差距 、养老保障 、社会医疗等有所抱怨。在这种变化的情况下 ,我们应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社会

变化 ,适当调整福利政策 。

“亚洲四小龙”曾通过压低工人工资福利来换取经济的发展 ,结果使工人的消费支付能力降低 ,从而

使由消费引致的投资 、生产的动力也减弱 ,最终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中国也不能一味强调自己拥有廉价

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而是要随着经济发展适当增加人们的工资福利待遇 ,为人们提供更好的保障。

(三)社会福利由政府和社会共同负担

“亚洲四小龙”将社会福利责任极力推向家庭 ,但家庭的保障能力有限 ,许多家庭在医疗 、养老等多

方面不能提供足够的保障 。中国家庭的保障能力也很脆弱 ,政府自然应承担相应的福利责任。但我国

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毕竟有限 ,不可能单独依靠政府提供全面的社会福利项目 ,这就需要社会承担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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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福利责任。政府应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实力适当安排 、扩大福利支出 ,同时积极推动社会办福

利 ,注重发挥社区 、宗教团体及其他社会团体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 ,鼓励个人积极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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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 r the World War Ⅱ , South Ko rea , Singapore , Hongkong and Taiw an had been in

pursuit o f an rapid economic g row th , neg lected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welfare , and they sti ll

carried out low level welfare policy.On the condi tions of the po stw a r period , the policy w as fea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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